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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与苏州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 
—— 基于人力资本结构的实证分析 

 

张一力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摘  要：温州和苏州代表了两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不同的制度变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所

具有的不同的人力资本结构。中国改革初期，温州企业家人力资本富裕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而苏

州由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缺乏，选择了强制性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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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温州、苏州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研究综述 

温州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的角度来深入研究“温州模

式”。认为温州经济之所以具有如此活力，关键在于其制度的创新，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马

津龙[1]在研究股份合作企业时，认为“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过程中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建立市

场经济的一种典型形式；施端宁、陈乃车[2]通过温州与苏南两种模式的比较得出结论，温州模式

的制度创新是以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为主导的，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个体、私营企业和企业主，

改革和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民间的市场力量；金祥荣[3]也认为温州的制度创新是一种“需求诱

致性”制度变迁方式，这种制度创新“正是温州和浙江省二十多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最大动

力来源”。 
对于苏州的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有施端宁、陈乃车[2]等认为苏南模式的制度创新是一种供

给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的动力和主体主要来自于社区政府；周直[4]认为制度

创新是苏南模式更新并更好地焕发活力的关键所在。苏州制度创新，主要包含企业制度创新与政

府制度创新。由于政府过度参与企业决策加上政府规范市场秩序不到位，政府释放民间力量、整

合民间资本与人力资源不够，这就使得民营经济的发展滞后于沿海其他一些地区。 
上面的这些分析都有成立的理由，但这些研究并没有给出为什么会在相同的宏观制度环境下

两个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我们认为会有很多的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但初始的

人力资本存量结构的不同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改革初期，温州具有富裕的企业家人力资本，而苏州却缺乏企业家人力资本。也就是温州

收稿日期：2005-04-15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项目(04B92)，温州市软科学重点项目(R2004A04) 

作者简介：张一力(1966-)，男，浙江温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张一力：温州苏州制度变迁的比较实证研究 17

是属于企业家人力资本富裕型，而苏州则属于专业人力资本富裕型[5]，不同的人力资本结构模式

决定了他们在制度变迁时的不同路径。 

二、温州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实证——企业家人力资本富裕的必然 

在温州的制度变迁中，有很多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例证，我们将以其中的股份合作制作为主

要案例进行分析。其他如挂户经营、民间金融、都市村庄、商会、城镇建设、旧城改造等就不一

一说明。 
（一）股份合作制——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案例 

到了 80年代中期，温州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经济格局悄悄发生了变化。1986年，除数量可
观的个体、私营企业外，冒出了农民联户、合股、合作、集资等类似形式的企业 10413家，年产
值 13.61亿。占当年全市 14603个乡村工业企业总产值的 71.5%，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27.8%[6]。 
显然这个时候原来的制度均衡需要被打破，因为如果不创造出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制度，那么

这些众多企业的“公”与“私”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也成为一个问题。因此，

制度选择集合要发生改变，需要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其次，技术层面要求发生变化。马津龙[1]

认为技术的不断进步要求企业迅速扩大投资规模，也需要一种新的形式。 
由于在实践中遭遇到了这样的需求，温州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创新功能就必然会释放出来。而

这种制度安排的选择，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即初级行动团体，为了获取制度创新的利润而创造的。

温州众多非公企业的企业家们作为初级行动团体，选择了创新的股份合作制的形式。首先，制度

企业家们（创办企业或在企业中有投资的人们）要从技术上使这样的企业组织可以被认为是姓

“公”的，其次能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因此，股份合作制就自然被发明出来。 
这类企业分别吸收了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合理因素，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生命力很强的混合

经济，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都得到了保障。温州的企业家们就凭借他们所具有的企业

家人力资本的功能，实行了制度的创新。有了这个制度以后，企业在政治上得到了保障，成为被

现存制度所认可的“公有制”企业，而在经济上企业获得了比其他现存制度形式更多的剩余。 
这种制度的开始实行是为了解决温州企业在发展中所遇到问题，并且是个别的企业自发组织

实施的。成立于 1982年的苍南毛纺厂是有记录的温州最早的股份合作企业；1986年温州第一家
通过规范化的股份合作企业——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开业；同年 10 月 5 日，该厂股东大会全票
通过全国第一部股份合作企业章程；1986年 11月 1日，温州商人杨嘉兴集资 31.8万元，创办全
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在这些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带动下，许多企

业纷纷起而效之，股份合作制就这样在温州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到 1988 年全市股份合作企业已
有 13469家，到 1998年达到高峰时全市股份合作企业达到 36887家，其中工业企业 27771家，
工业总产值 192.84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56.2%[7]。 
（二）企业家人力资本在变迁中的作用 

从温州股份合作制这个温州众多的制度安排之一来看，其过程完全符合林毅夫[8]所指出的诱

致性的制度变迁。股份合作制从个别企业的制度创新，自发演变为群体行为，真正作到了“由个

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安排的演进过程。 
学者们在总结“温州模式”的成功时发现了一种机制：来自民间创新冲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

默许。这种冲动就是源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作用。如果不具有旺盛的企业家精神，那么温州就不

会出现这么多的中小企业；而如果不是具有良好的组织、管理和资源的整合能力，那么这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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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就不需要有新的制度安排使这些企业得到更快的发展。如果不是密集的企

业家人力资本，那么就没有企业制度的创新。不能想象高居在办公室的人能够发明出股份合作制，

“干中学”所给予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增量，为股份合作制的创新提供了实践的经验。 
这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由于是在实践中所产生的，而且创新的制度安排比原来的制度更能

促进了企业主剩余的增加，因此在这种利益的刺激下，更多的人会去模仿而不断地创办新的企业，

制度鼓励了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多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产生，导致了可以促进企业发展

的更多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生，从而实现了循环累积效应。1980年 10月 13日，温州发放了改
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这个制度是国家供给的，是原有的一个制度重新恢复而已[6]；

但接下去的 1980年开始的挂户经营和 1981年开始的股份合作制，却是创新的结果，是诱致性制
度变迁的结果。它们的出现，代表了对制度集变化的需求，而且是逐步演进的，每当出现了新问

题就会产生新的选择，温州的制度变迁正是这样演化的。 
在演进的过程中，温州政府不仅保护了各类企业的利益，事实上政府官员的利益也得到了保

障——温州经济增长得到了保障，而地方官员的政绩也就得到保障，当时考核官员很注重地方的

经济指标。这样，次级行动团体的利益也就得到了保证，所以这样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就得到了实

施。史晋川[9]认为温州经济发展已经对温州社会的组织结构及基层政府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种影响表现为地方政府对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的企业家的重视。 
“温州模式”本质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或者说，是一种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模式。

其中政府的作用虽然重要，但主要是促进性的、辅助性的、倡导性的作用，而不是经济管理的作

用。其动力来源于民间力量和浙江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温州的重商文化[10]。但为什么会在温州有

自发的发展。一个解释是温州从古至今，包括即使在计划经济的严格控制的时代，其企业家人力

资本一直处于不停的发展过程中，所以造成了在温州局部区域内企业家人力资本的高度密集。而

企业家人力资本高度密集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企业家精神的丰富，人们希望通过企业的成功而

成为成功的标志，进而重复“古典工业化”的历程。在中国改革的初期就温州已经站在了一个企

业家人力资本高度密集的起跑线上，改革开放的发令枪响之后，温州人就率先开始了市场经济的

实践长跑。 

三、苏州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证——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缺乏的结果 

由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缺乏，因此在改革初期的苏州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在一定程度上

代替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功能。由于苏州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不清晰，所有者缺位，企业的发展

没有像温州那些个体、私营企业那样具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苏州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动力

源自于各级政府。 
各级政府提供了制度变迁的设计和动力，然后通过层层的任务分解予以实施，苏州制度变迁

的路径明显带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我们将通过一个典型的案例，即 80 年代初期苏南乡镇
集体企业制度的制度分析加以实证。另外 90 年代初期苏州大规模外资引进、集体企业改制和大
规模的工业园区建设等，也是苏州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但将不予以详细讨论。 
（一）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案例 

苏州乡镇企业起源于人民公社时代，但真正的发展却在 20世纪 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之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农村分离出大量剩余劳动力，但户籍制度的束缚使得农民“离土

不离乡”，进入乡镇企业成为问题的主要解决办法。同时，当时整体上分权改革思路以及地方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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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包干制度的实施，刺激了地方政府兴办工商企业的欲望：它既有助于缓解关系社会稳定大局的

就业问题，又可以增加发展地方经济所必须的财政收入。于是，出现了一批由乡村政府创办并直

接管理的企业，形成了一个地方政府扮演推动角色的乡镇经济格局。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创办

和发展企业的资源动员依赖行政权力、产品竞争由市场导向、产权关系具有社区内“公有”的模

糊性。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会将市场原则传导到企业的内部关系里来，从而影响企业控制模式和

产权模式的改变，是“苏南模式”变迁的基本线索。 
这种制度变迁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来自于市场的压力使企业逐步从政府那里得到企业控制权

的大部甚至全部。企业控制权包括任免企业经理、投资决定、工资奖金和利润分配等三个分项的

控制权。在“苏南模式”下，早期这些权力无一例外集中在乡镇党政机构，然后开始向企业和企

业经理转移，虽然各分项控制权的转移深度不同，并且在不同企业极不平衡[11]。 
包括苏州在内的“苏南模式”，因苏南乡镇企业而生发，而苏南乡镇企业的核心特征是“地

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vism）。转轨初期，市场秩序尚不完善，乡镇企业具有寻
求政府及社区保护的内在需求，借以节约企业的外部交易费用。同时，地方社区政府多数还是乡

镇企业发展的最初发动者和资金的提供者。由于乡镇集体企业的上缴利润是地方政府自筹收入的

主要来源，而村镇办集体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村社区组织行政职能的经济基础。政府对企业超强

干预，党政力量在市场领域溢出，集体财产社区“灰色私有”，造成企业经营机制退化，企业负

担沉重，失血过多。苏南乡镇企业承担着多重政策目标，如用农村工业支援农业生产，以农民的

工业收入补贴其农业收入；用发展乡村工业来巩固和发展集体公有制；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乃至参

与创建、随意摊派；离土不离乡，通过就地工业化避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等。江苏永

钢董事长吴栋材曾说：“旧苏南模式耽搁了一代企业家的精力，也娇惯了一代农民的依赖性”[12]。 
（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缺失和政府的替代 

洪银兴[13]认为，苏南乡镇企业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社区政府的推动。在当时苏南地区的大部

分乡镇企业是由乡镇政府，或者利用原有的集体积累，或者利用政府的动员力量，或者由政府出

面向银行贷款兴办的。利用政府职能全力兴办和发展乡镇企业。因此，苏南大部分乡镇企业的创

业资本源自社区内的集体投入，其所有制的基本属性便是以社区政府为代表的集体经济。社区政

府可以将从企业索取的一部分收入用于社区建设、举办公益事业，可以按规定的标准调度企业的

一部分收入用于支农建设，促进社区范围内工农业的协调发展、务工者与务农者的共同富裕。 
苏南模式的强政府现象，即政府推动，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苏南模

式”中的政府行为能够随着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不断进行市场性调整。另一方面，过度的政府干预

也可能产生“反市场约束”[14]。 
苏南模式的制度创新是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的动力和主体主要

来自于社区政府。在 70年代末期至 80年代初中期的中国分权化改革的前景下，中央政府下放了
相当一部分管理权，地方政府获得了指导和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能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

况作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决策，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最终在地方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下，形成

了政府主导供给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苏南模式的制度创新就始于此。由于地方政府控制了创办乡镇企业的资金、土地等主要生产

要素，能借助行政、经济的力量，动员区域内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发展本地经济，在动员

和组织市场资源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它所形成的投资与发展能力也比乡镇企业自身的能力更

大。因此，乡镇集体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被社区政府所掌握，政社合一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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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巨大效益得以充分发挥，苏南的乡镇集体企业得到迅速的、超常规

的发展。 
90年代初期，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开始暴露出自身的弊端，如企业积累和发展动

力不足，经营行为短期化，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苏南模式进

行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这时的改革方案，并不是一开始由政府利用强制性权力提出和实

施的，而是由一些企业家、经济学家在现实中碰到各种弊端而向政府提出，促其接受这种方案。

当然，从改革方案的酝酿、提出到实施，苏南各级地方政府始终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同时，各级

地方政府也继续在加大科技创新，引进外资等方面扮演着主要角色。 
通过上面的一些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包括苏州在内的苏南各级政府在乡镇企业的形成发展

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关键的一点就是苏南的这些乡镇企业起源于社队集体企业，因此，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处于经济中心受到严格控制和存量较低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使得苏州的私

营、个体等非集体企业发展远远不如温州，企业本身只能通过社区的政府来行使企业家的权利。

而这样的安排就更加抑制了企业家人力资本在苏州的生成和积蓄。 
由于缺乏足够存量企业家人力资本，所以苏州改革开放初期只能通过政府的替代作用，举办

社区的公有企业。这样的制度安排，解决了当时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短缺问题，但是政府承担了

本来不应有政府承担的事项，造成了路径依赖，强化了选择的效应。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发育被抑

制了，于是更多投资于专业人力资本而不是企业家人力资本，造成了专业人力资本的不断的加强

而企业家人力资本相对落后的局面[5]。当政府创办的乡镇企业，其利润水平开始下降，甚至出现

亏损的情况下，乡镇企业的产权关系就需要明确。所以，苏州的乡镇企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

之后，在 2000 年就开始了改制和转制，将原来由政府充当的角色还原给企业本身，标志着这种
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的完成和终结。但随后开展的政府规定的乡镇企业的改制的幅度、比例、时间

要求等，以及大规模的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引进外资，又成为苏州的另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开始。 
当然这些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并不是由完全政府一手操办的，但是主要的推动力量还是政府。

他们从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大量外资的引进过程中，得到了诸如政绩肯定而

获得职位上的提升等收益。因此，在企业家人力资本不够，不能进行诱致性变迁时，以政府为主

导强制性制度变迁就有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四、结论 

我们从温州和苏州的制度发展中看到，温州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是同温州所蕴藏的密集的企业

家人力资本有关，是自下而上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一直在持续，富裕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不

断地增加，又不断促进制度变迁；而苏州由于缺乏企业家人力资本，政府充当了企业家的责任，

成为区域的经济增长的制度供给者，不断提供新的制度选择，并通过各级政府予以实施。 
当然，这样的局面本身也是不断演变与发展的。随着两个地方的区域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结

构模式的不断演进，制度的演变也会逐步产生变化。如现阶段温州大力推行引进专业人才和吸引

外资，苏州则强调发展非公经济等，预示着温州和苏州均会有更多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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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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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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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nzhou and Suzhouo represent two typical Chinese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l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t ways of their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rely on their different human capital pattern. Richness in 

entrepreneur human capital led to Wenzhou’s induced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while Suzhou chose compulsory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for lack of entrepreneur human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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